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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涉及的问题包括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中国封建社会的起

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的演变与解体以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他指出，体系

化的制度形式———法典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

特征，虽然前后期土地经营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国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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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外庐对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展开了

深入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

史》（第２卷至第５卷）以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

中有集中体现。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理论，结合中国历史资料，论述了以下问题：封建社

会确立的相关问题，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

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包括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

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主

要矛盾等方面；封建社会的演变以及解体；封建社会

的农民战争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揭示，侯外庐还

研究了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演变，指出封建社会对

中国走向现代的阻碍。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

说有独特的学术创见，是现代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一、封建社会确立的相关问题

　　基于新的历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宏

观把握和理论概括，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

进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端时间的争论中有充分

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依据不同历史

观和判断标准，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多种看

法，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侯外庐指出：“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反

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

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

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

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

究。”［１］在封建社会的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关

于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私有财

产的实质以及封建主义在土地权力上的品级结构等

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阐述了皇族地主、豪族

地主、农民与土地的结合关系，论证了封建社会的

特点。

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侯外庐

认为必须注意下列因素：一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

中，前后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不允许截然分开”［２］。

社会性质的变化是逐步确立的过程，因为“古代社

会不但在它的缓慢解体过程中孕育着封建因素，而

且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后代社会的萌芽



形态———包括经济、政治等”［３］。但侯外庐同时指

出，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我们就断

定它为封建社会，“我们认为，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

中，封建制因素的生长形态必须和古代社会里所存

在的后代社会的（其中包括封建制的）萌芽形态，严

格地区别开来，因为由前者而言，它是社会发展史的

变质倾向，由后者而言，它是古代社会的正常状态。

不作这样的区别，历史发展的界限是可以任意来划

分的”［３］。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

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

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取什么形态。

这个专门问题正有待于我们历史学者的创造性的研

究。古代罗马世界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而

不能代替我们的分析”［３］。也就是说，要弄清封建制

确立的具体过程。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为了解决古代社会和封建

社会的分期问题，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论述指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

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

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固

定下来。……在时间的进行中，采取了有规则有秩

序的形态。这个结果就会发生出来。”［４］法典化，即

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侯外庐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

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

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

析。”［３］他认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的

结合关系，决定着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但生产方

式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常常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法

律形式折射出来的。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中，“个

别国家或个别区域的封建因素的生长，必须和全国

范围内封建关系的封建化过程严格地区别开来，因

为由前者而言，它是在没有法典化以前的某些现象，

甚至多数是尚难实现的理想；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

统治阶级的一系列法律手续固定起来的形式”［３］。

统治阶级依靠法律巩固自身统治，整个社会秩序才

能够最终确立，“以封建制法律的表现形式来研究，

就能掌握着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性质”［５］。

依据主要制度的法典化过程，侯外庐认为，封建

制在中国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们把中国

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３］，

秦统一以前的战国时期，就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

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具体

地说，就是从“秦孝公商鞅变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

在奴隶制的发展情况之下就有封建因素的萌芽”［３］

开始，经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谓并一海内、一统皆

为郡县（前２２１），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构成正被封

建制社会的经济构成所代替”［３］，最终通过“汉初的

一系列的法制形式，如叔孙通制礼，萧何立法，张苍

章程等，到了汉武帝的‘法度’，封建构成才典型地

完成，即封建生产方式，在古旧诸制度依然同时存在

之下，作为主导倾向而统驭了社会的全性质”［３］。秦

汉之际封建化的过程，体系化制度是逐步完善的，法

典化也是由简陋的立法逐步过渡到完备的立法。商

鞅变法，实际内容是废除西周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关

系，建立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制。秦始皇统一六

国，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允许土地买卖和私有。经

过汉初一系列的法律形式，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

完成，才算封建制最终确立的标志。

侯外庐指出，秦汉社会性质不能完全分开，汉袭

秦制，“秦汉在制度上是先后承袭的，其间虽有小的

变迁，而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３］。但秦汉制度又为

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从大量史实来考察，秦汉

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能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

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

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３］。因此，从秦汉

直到明清，“这种因循的性质，就是封建制社会的继

续发展”［３］。此外，侯外庐针对学术界把西周的分封

制与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混为一谈的状况，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

社会呢？我们的答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

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

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举出的封建制

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

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 Ｆｅｕｄａｌ

ｉｓｍ，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

下，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

易译法。”［３］

二、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秦汉制度奠定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础。针对秦汉

之际封建化所体现的社会变化，侯外庐主要从封建

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

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方面论述了封建社会的主要

特征。

（一）自然经济的统治基础

侯外庐指出，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基

础是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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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原是古代社会老早就有的因素，但它沿

袭到中世纪社会便成了统治的形式。它所表现出的

主要方式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在中国封

建制社会更有它的特点。”［３］侯外庐认为，自然经济

虽然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虽

有这种自然经济的因素”［３］，但手工业基本上属于官

营。古代的这种官营手工业的制度还沿袭到后期封

建制社会，成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附属物。从

秦汉之际开始，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的特殊结合成了

支配形式，男耕女织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上，“到了

秦汉时代才典型化，才成为‘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

础’”［３］。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是逐步完

成的，“农业的‘耕’和手织业、手纺业的‘织’结合在

一起，成为广阔的基础，虽然在商鞅变法中有了萌

芽，‘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然而更明显的表现

于秦汉之际”［３］。自然经济统治地位的确立也是通

过法典化来实现的。侯外庐指出，从“食货”二字的

含义就可以看出自然经济法典化的完成，“食”指农

业生产，“货”指手工业生产，“食货”展现了二者的

结合。“食货”的法典式的定义一直延续于后代社

会，成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农业和家庭手

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

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那么从秦汉以

来的皇朝‘劝农桑’以增加所谓食货的诏令，就容易

明白了。这种结合形式既然表现出‘前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

是一种障碍’，那么中国的封建制度的顽固性，也要

溯源于秦汉制度的渊源”［３］。有自然经济的广阔基

础，农民被限制在小块土地上，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封建统治顽固的原因，

也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

（二）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

侯外庐以生产方式为理论基础来判断封建社会

的性质，“生产方式，依据资本论的定义，是特殊的

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它决定着某

一社会经济构成的倾向”［３］。封建制的生产资料和

劳动力的结合关系，支配着封建主义社会的性质。

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要研

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就要研究土地与各个阶层的

结合关系，才能弄清封建社会的性质。

侯外庐指出，早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之际，就形

成了氏族贵族土地公有或称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的

所有制形态，而没有产生发达的私有制。殷周奴隶

制至秦汉之际被封建制所代替，应该从什么方面着

手来分析秦汉制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

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

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

键”［２］，即土地所有形式是了解东方世界的关键。侯

外庐依此出发，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进

行分析。

侯外庐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

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并无

所有权，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侯外庐分析了中国

封建社会各主要阶层与土地的结合关系，他把中国

封建阶级大体上划分为４个主要阶层：皇族地主、豪

族地主（品级性、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非品级

性、非身份性地主）以及农民阶级。豪族地主表面

上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特权，但实际上他们对土地和

人民只有“占有权”，并无所有权。他们的所有权不

过是“法律的虚构”［６］。庶族地主不但没有基于名

分上的土地占有的全部合法性，而且“又被封建社

会规定的赋役法在纳供形态上剥夺了地租的一部分

以至于大部分。这样，土地占有者常常被特权者所

排斥，被繁重的职役所困扰”［６］，也没有土地所有权。

对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而言，“食封的土地和户口

都是皇帝所封给的，以区别于不经法律认可而占有

土地的豪强地主的‘素封’。在法律意义上讲来，财

产所有权应是皇帝所独有的，而地主阶级的土地只

表现为占有权”［３］。农民由于“处于封建的依赖性

或隶属性的政治条件之下”，是“直接的生产者而不

是所有者”，更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占有权和使用

权［７］。农民典卖土地是通过放弃占有权来获得使用

权，并非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皇族地主，尤其是皇

帝拥有无限的权利，他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

族地主所有。皇族地主是最高的地主，是国家的统

治者，享有全国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赐予人民土地

使用权，没有土地私有权。简要地说，皇族地主的土

地所有权，主要是指皇族地主对土地的支配权。皇

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

经济基础，“皇帝是最高的地主，但他为了巩固政

权，必须依靠身份性的地主阶级”［３］。豪族地主对土

地的占有在一定条件下与皇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

矛盾的，当他们威胁到皇帝政权的时候，他们的财产

就可能被没入官。因此，“豪族的土地占有权是不

固定的，秦汉皇帝大都在强弱或本末之间，采取一定

的优遇办法，以安定豪族地主的占有制，作为皇权与

豪权的联系，因此，所谓‘限’所谓‘占’，是以占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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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顷的土地数目以及若干‘户数’的农民，为最高限

额，这是消极的规定，而不是私有制的积极的承

认”［３］。皇帝不但可以大量地把公田官田封给领主，

在一定的限制之下，即不能逾制或逾限的条件之下，

允许他们“占有”，而且为了争取“流民”（从户籍即

“名数”中逃亡的农民）和贫民的劳动力，还把“公

田”假给他们，所谓“假公田”给农民，当然只指“使

用权”。这就是后代“受田”或“均田制”的张本。随

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

面也实行国家管制。其他如纺织业等手工业以及主

要的公共事业的经营如河渠灌溉、交通等，也实行国

家管制的政策。这些经济管制强化了中央专制主义

的封建统治。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

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

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宗教

史的研究是不能不从这里出发的。

秦汉以后，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

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７］，并非整个中世纪土地

的基本形式没有变化。侯外庐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

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２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

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它以军事的、政治的统

治形式为主”，“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

初”，“它是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６］。但“皇族土

地的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改变的只是

经营的方式”［７］，即“仅是封建主义土地财产关系形

式上相对的变化，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

化”［１］。封建土地国有制发展到明末已经到了解体

的边缘，如李自成等农民战争的“不纳粮”、“均田免

赋”运动，在思想领域泰州学派李贽的思想中反映

了“自由私产”的萌芽。明末清初的商业发展以及

其他思想家的思想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要求。

经过以上分析，侯外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

著特点是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缺

乏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侯外庐还指出了土地氏

族贵族所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不同：“土地和户口

都规定于皇权支配之下，这就是东方的封建社会土

地国有制形式的渊源。它和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

土地为氏族公族所有不同，它是从统一六国以后，在

全国建立郡县制的范围内，继承了古代的传统，而用

一种封建法度所固定的国家土地所有制。”［３］侯外庐

对封建土地国有制是持批判态度的，也不赞成自由

的土地私有权。封建统治阶级肆意剥削人民，人们

没有自由、民主，更谈不上对自己财产和人身的所有

权，正如侯外庐所指出的：“封建制社会不同于资产

阶级社会：后者无实际上的平等权利而有形式上的

平等权；前者的权利不但没有实质上的平等，而且还

有形式上的不平等。”［７］他明确反对资产阶级的土地

国有制纲领，认为其是一种激进的纲领。侯外庐认

为，社会主义社会之下的土地国有是“乡村里社会

主义革命的巨大的步骤”，最后还是要“进到全民所

有制”［７］。他显然不同意只有社会主义下才有国有

概念。侯外庐揭示的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全体人民拥有对土地的

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也十分强调这种所有权在

法律上的规定和所有权法律观念的普及。

（三）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侯外庐还分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统治

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首先是豪族地主、

庶族地主与皇族地主的矛盾，“汉代豪族地主虽然

有了功勋和劳绩，也可以上升为封建诸侯，因而与皇

权有时妥协，但他们始终威胁着汉代皇朝的政

权”［３］。豪族地主对皇族地主的统治是一个很大的

威胁，因此，在整个封建社会，豪族地主与皇族地主

的斗争不断，“汉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特别表现

在皇族和豪族之间的斗争。汉代皇朝对于豪猾之民

或强宗豪右，虽然实行‘强本抑末’的政策，不论通

过徙豪实京师或举豪右大姓的妥协政策，或通过夷

族杀戮的残酷法律，而终汉之世的‘本’并没有根本

‘强’起来，虽然利用了酷吏、宦官阉寺和外戚乳母

的集团，以保衡皇权，但结果产生皇权的削弱并造成

皇权的新威胁，王莽的篡汉，三国豪族势力的代汉，

就可以说明问题的所在”［３］。豪族地主与新兴起的

庶族地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也存在矛盾。侯

外庐指出，汉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主要是“豪族

地主与庶族地主彼此势力之消长”［６］。但他们都是

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支柱，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

皇权，因此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同农民阶级的矛

盾才是汉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贯串秦汉的历史，是

一幅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史”［３］。魏晋时期，各

阶级集团的矛盾比汉末更加尖锐。首先是地主和农

民之间的斗争严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权。其次，按

法律规定的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和对社会劳动组

织领有的关系，并没有缓和皇权与豪权、豪权与豪

权、皇权与皇族之间的内部矛盾，相反地，统治阶级

内部展开了四百年的内讧，豪门和豪门之间的杀戮、

强宗对皇族的篡代或美其名曰“禅代”以及特权势

力的割据，都是异常明显的。到了唐代，统治阶级集

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更是汹涌澎湃，“中国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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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反映到政治上随着历史阶

段的具体性质和具体条件的不同，呈现各式各样的

斗争形式。从最主要的形式来说，党争是作为统治

阶级内部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农民起义是作为阶级

斗争的对抗形式出现的”［１］。唐代封建专制主义的

阶级支柱是在皇权统治下门阀豪族和新兴庶族的

“品级联合”，它们之间有联合也有矛盾。“等级制

度可以从血缘的自然关系来建立起来，也可以从直

接的臣属关系来建立起来，二者在唐代社会是混合

着的。正因为如此，在唐代出现了一连串的党争，即

旧门阀豪族和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

争。”［１］侯外庐指出，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虽有矛盾，

但都是地主阶级，他们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还

可以相互转化。另外，唐代党争的后面，还有宦官在

牵线，朋党之争也经常勾结方镇，从中替专制主义皇

权掌握着支配和操纵的权力。总之，唐代党争开启

的局面影响了以后各代。在阶级内部的关系方面，

后代的党争也依然存在着唐代的传统。

侯外庐在论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还探

讨了明中叶以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斗争形

式，主要反映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早期启蒙思想的

特点。他说：“十六世纪末以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

想家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

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

产者—启蒙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情况之

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规律。”［８］但是

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

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形式强烈地仇视

封建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他们拥护教育、自

治和自由，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

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

的延续与不可调和充分表明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解

体的命运。

三、封建社会的演变及其解体

　　自秦汉中国进入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封

建统治虽然在自然经济的统治基础、封建土地国有

制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基本矛盾方面存在继承的特

点和共性，但是并不是没有任何变化。侯外庐研究

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及其最终解体的过程。侯外

庐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

期两个阶段。前期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

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

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

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

○年为又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

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研究唐代社

会经济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制社会在发展过

程中的主要的问题”［１］。可见，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

历史分期，侯外庐也是以若干重要立法为依据的，以

唐代实行两税法作为划分封建社会前后期的标志，

以明代的一条鞭法作为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两税法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相对变化的结

果，它反映了均田制的破坏、庄园经济的发展。一条

鞭法是对明中叶以后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反映。

侯外庐主要从以下方面研究了封建社会的相对

变化：

（一）土地国有制经营形式的变化

汉因秦制，奠定了封建所有制的基础。魏晋南

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制度基本都因循秦汉所创立的

封建制社会形态，但也有一些损益变通，“汉代在经

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创立了封建制社会的形态，魏

晋以来的各代虽有损益变通，但其因袭汉迹是显明

的”［５］。侯外庐认为，汉代社会在基本性质上不能和

魏晋社会区别开来，“三国鼎峙局面形成的时候，曹

操、刘备和孙权取得统治阶级的地位，都是从镇压农

民暴动而起家的。但不论他们的出身如何，一旦他

们掌握封建政权，都是继承秦汉的最高地主的传统，

以土地国有制为主要形式，对身份性的豪族地主不

同程度地施行既斗争而又妥协的政策，特别在争取

依附性劳动户口的编制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所谓

魏晋南北朝封建统治的加强，不是说它们比汉代更

繁荣，而是说它们对于依附农民的军事和政治的统

治更加严酷，对于地租剥削率更加增大”［５］。魏晋仍

然采用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但受农民起义的打

击，魏晋的封建统治明显有所加强，对于农民的束缚

更强。侯外庐并不同意曹魏屯田的进步意义，他认

为这是一种军事编制下屯田式的国有土地制，主要

是为了“防止农民的流亡浮动”［５］和“对付了豪族的

‘为兼并之计’”［５］。这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把生产

资料的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组织更约束于军事体制之

下，从而使支配社会财产的方式和多寡更受军事裁

决权的约束，即更封建化”［５］。侯外庐指出，这是汉

代土地国有制的延续和扩大，一方面加强了曹魏的

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遭到豪族的反抗，司马晋之篡

魏并不是偶然的。当然，魏晋土地国有制的经营形

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屯田、占田、户调和均田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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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魏晋至北魏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屯田、占

田以至均田，是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是

东方专制主义的秘密”［５］。

侯外庐认为，魏晋时期土地所有制度的这一变

迁，是封建统治兴衰的关键。首先是北魏的均田制，

均田制仍然延续的是土地国有制的形式，还因袭了

西晋占田制的精神。在均田制下的贵族官僚的永业

田是根据名分而获得的占有权。在某种条件之下，

它具有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所得土地，除一

些是有占有性质外，仅有使用权，而他们的人身自由

是受限制的。“这明白显示出封建的形式上不平等

的法权性质以及等级制构造的性质。”［１］侯外庐指

出，从法律意义上看，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土地的所有

权，一方面排他性地掌握在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或皇

帝的手中；另一方面封建国家又依照名分来分割出

土地的等级占有。其次是“北齐、北周的均田制基

本上沿袭北魏，当然在制度的细节上有些不同。唐

代的均田制继承了前代的规格而有所变革。”［１］依据

《唐六典》等，“唐代的均田制，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

有权和主权相统一的性质。”［１］到了唐代中叶两税法

的施行，土地国有制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侯外庐指出，唐代均田制除继承前代外，也有不

同于过去的特点。唐代贵族官僚的受田，普及到一

切官吏，官僚受田的办法更周密。唐代新兴起的庶

族地主也开始与过去的门阀享有同等的特权。唐代

的僧尼和工商业者也可受田，从正面承认了僧尼和

工商业者占有土地。与南朝相比，唐代限制土地买

卖的法令比前代放松了，造成“农民对于逐渐取得

的土地占有权，并不是一种保证生活的前提，反而是

在风雨飘摇中造成失掉生活保证的前提，最后连自

己本人也不得不从土地上流离出去，成为史家所说

的一种‘客户’或豪强的‘私属’”［１］。

唐代均田制的发展，带来了均田制的破坏。随

着均田制的破坏，相应出现了军制、税法的变革和庄

园经济的发展。在均田制下，贵族官僚土地权力的

扩大助长了非法占有。寺院和豪商占田的合法化，

土地买卖限制的放松，促使着土地权力不按皇帝的

意志来受给，而按“形势”、“形要”的势力来巧取。

从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方面讲，那就是“逾制”地畸形

发展起来，使均田制的章程遭到破坏。这在开元、天

宝之际表现得非常严重。官僚豪强对土地的非法兼

并或占有以及封建国家苛重的田赋徭役，武周时已

经出现了“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１］的情况。

侯外庐指出，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出现的“庄园

经济的发展只是土地经营方式上的改变。均田制破

坏后的封建主义土地财产关系也只在形式上有相对

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

化。”［１］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仅在于直接支配的屯

田、营田的数目，而且在于最高所有者的主权如何对

待贵族豪强的势力。例如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对贵族

官僚的赐田、永业田等，大都是从官田中拨给的。因

此，封建法律对此可特许其买卖，也可不准其买卖。

宋、元、明各代的移民法令更显示出封建专制主义国

家直接对待大土地占有者的权力。至于一般农民，

对于他们的耕地，更没有所有权。“封建政府的这

种权力是略当于欧洲封建国家的早期王权。完整的

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皇帝的，而各类品级性和带有非

品级性色彩的地主从法律而领受不同等级的荣光，

因而他们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的分享者。”［１］均田

制破坏后，旧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未根本改变，但

是经营形式起了变化，庄园经济亦是如此。

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说明旧制度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清朝接受了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

文化，采取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遏制了

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侯外庐指出，清朝并未能长

久地阻碍历史的进程，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很难突

破封建的束缚。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落

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世纪７０年

代以后，中国才有了一点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仍然

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侯外庐认为：“从古代文明

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

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３］

（二）地租形态的变化

封建地租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是维

持封建国家机器运转、满足奢靡生活、镇压人民暴动

的物质基础。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土地国有制基础之

上的地租形态在封建社会的变化也是侯外庐中国社

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也建立

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历代文献中，这种

剥削形态叫做‘租调’。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通过

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关系上面也

刻上烙印，所谓‘租’课粟米，‘调’输布帛，文献上也

称‘课调’”［３］。侯外庐认为，虽然租调的制度在古

代已有了萌芽形态，但是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

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固定的形式，反过来更把农业

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起来。后代的租和调、租庸调

继承了秦汉的制度，租调制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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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指出：“在封建制社会中，一般地是由劳

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再由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

地租。货币地租的出现乃是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

主义过渡的标志；然而就它们的历史意义来说，不同

的形态并没有本质的改变。”［１］研究中国地租形态以

及唐代地租形态的转化，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出发，分

析并领会其中历史的特点。一般说来，中国封建主

义的地租形态在各个阶段都有混合的不纯的结合。

虽在劳役地租形态支配的时代，实物地租形态也时

常混合进来。从总体上讲，“在中国封建制社会前

期，即自秦、汉之际至唐代中叶，劳役地租是封建地

租的支配形态，农民被军事组织的强力束缚在土地

上，在鞭子的驱使下进行着非人的劳动。繁重的徭

役、封建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使他们时时面临

着死亡的威胁。这样，农民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权利

和最起码的人身权利。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支配的形

态，代替了以劳役地租为支配的形态”［１］。唐代中叶

以来地租形态的变化，与魏晋以来均田制的破坏密

切相关。“均田制既经破坏，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

兵制度，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

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广募流民为禁

军的制度。封建制社会的军事体制对于土地财产关

系以及地租形态具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依据均

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

替了租庸调法。这是中国封建主义前后期转变的重

要标志。”［１］两税法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相对

变化的结果。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地租形态

的变化。“北魏在均田以前的地租形态，甚本上是

继承汉代、魏、晋的田租户调而来。”“在实行均田制

以后，租调虽加改订，但并没有改变以劳役地租为主

的本质。”［１］北齐北周的地租，基本上同于北魏孝文

帝时所定的，但略有改变。隋朝的地租初沿齐、周，

后略有改变，把手工业工匠的劳役也一同规定在内

了。唐代一开始，在租庸调之外就规定了户税和地

税。户税收钱，地税收粟米。“到建中元年，均田制

和租庸调法既经激烈破坏，两税法就顺应着‘诸色

钱物’征科的发展趋势终于实施了。这标志了实物

地租形态经过漫长转变过程的法典化。”［１］自唐代天

宝直至明代，土地更加集中，一条鞭法结束了国家地

租形态的二进税制的剥削形式，适应历史的发展，转

向具有最大限度上减轻封建依存的财产税形式的剥

削制度。到了清代，“摊丁入亩”给予土地私有制更

大的刺激作用，私有土地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

空前的发展。但是土地和农副产品的商业化程度仍

然很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

制的地步。

（三）封建社会的解体

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

封建国家机器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以及生产力水平的

发展，导致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解体的命运。侯外庐

研究了封建社会末期解体的过程，他认为，“从十六

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

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

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键在于，既在封建

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

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８］。他从

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３个

方面考察了明代嘉靖、万历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

资本主义萌芽情况，表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

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十七世

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

六世纪中叶开始的”［８］。中国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

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尽管十六世纪中叶

以来，中国社会具有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农

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是支配的倾

向。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市场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

缓慢的变化还是远远落在世界风暴之后面。”［８］也就

是说，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清初以来封建社会的性

质并没有改变，封建势力阻力太强大，资本主义萌芽

并没有健康成长，从而突破封建势力的束缚。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的成立，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寿终正寝，中国封建社会

至此解体。

四、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作为

一种反抗封建特权统治、谋求生存，甚至作为朝代更

替的主要方式，农民起义涉及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

社会矛盾以及思想变迁，因此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就

不能不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侯外庐对中国封

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演变作了详细研

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认为，农民起义与封建统治的严刑峻法

密切相关。“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前期

和后期各有不同的显明特征，而在后期更有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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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的基本特征。”［６］唐中叶以前，农民起义主要

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

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

同劳动’的教义”。唐中叶以后，农民起义主要表现

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

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６］。侯外庐认为，

农民起义通过口号和纲领所表现出的反抗思想，随

着历史的发展，表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从对抗

贫困而要求人身权的狂暴的幻想到反对土地特权而

主张平均的理想。

侯外庐着重研究了农民战争口号的演变。秦末

陈胜吴广起义被奴役的戌卒在失期要斩的法律之

下，面临死亡的威胁，高举人身存在权的义旗：“今

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东汉农民起

义，如太平道的太平取义即来自对太平世的共有财

产的幻想。这一时期，农民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要

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但是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纲

领，只有通过宗教的形式折射出来。唐代以来的农

民起义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农民

从狂暴的幻想逐渐进于现实的要求了”［６］。农民不

仅要求人身的生活存在权，更要求平等权利和平均

分配土地。这种变化与中唐以后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工具和技术以及劳动熟练、文化状态的改进和提

高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和土地占有关系起了变

化，上层建筑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庶族地主兴起了，

劳动力单位的编制也发生了变化，封建统治阶级剥

削方式更加强化，然而农民对土地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了。如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就明确提出了“均

贫富”的口号，钟相杨么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

口号，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便提出了“均田免粮”

的口号或纲领，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纲领

是后期农民战争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近代革命的

很好开端。此外，侯外庐指出，随着封建统治对全国

控制的加强，封建政府大修公共工程，增加了农民的

负担，也更激起人民的反抗，使农民能够利用这个条

件迅速组织起来反抗封建统治。

侯外庐认为，农民起义展现出阶级斗争的真实

历史，“表现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倾向”。从整

个人类历史来看，是“农民用无量数鲜血写成的阶

级斗争诗篇”，是“被压迫阶级解放的里程碑”，是

“全人类解放史的前奏”，是“优良的文化传统”。侯

外庐同时指出，“缺乏对于前途的设计”［６］是封建社

会农民起义的不足之处。

五、侯外庐封建社会学说的贡献

　　对２０世纪学术界有关封建社会研究的回顾，能

清楚看到侯外庐独立自得的学术创见和理论创新。

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

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被称为史学

界的“五朵金花”，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史

学工作者对这５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侯外庐对

封建社会的重要论断主要也是在改革开放前完成

的，因此，笔者要从改革开放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侯外

庐先生的学术观点，然后从当前的史学研究状况来

看侯外庐的学术观点是否还有价值。

首先是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会史论战开始到８０年代中期，

史学界大概产生了 ８种“封建说”：３０年代的王礼

锡、李季、胡秋原等力主早期西周封建说，后来西周

封建论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学说，吕振羽、范文澜、翦

伯赞、徐中舒、杨向奎、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等从

西周生产者的身份、西周时期的地租形态、西周封建

制产生的途径等方面论证了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

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１９４３年出版）、范文澜《中

国通史简编》（１９４２年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

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

刊》１９５４年第１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

问题》（《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５期）等著作和论文系

统地表达了西周封建说的观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李

亚农提出春秋封建说：“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９］唐兰、

祝瑞开、吴慧等赞同此说，如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

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 ３辑，１９６３年出

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

（《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吴慧《西周的奴

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０

年第２期）；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则主张

战国封建说，代表作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

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出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

的讨论》（《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５期）、田昌五《中国

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７９年第２期），此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

的主导观点；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主张

秦统一封建说，代表作如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

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６期）、白寿

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见《白寿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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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历

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６期）、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

期商榷》（《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第３期）。白寿

彝认为，春秋战国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

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周谷

城提出了东汉封建说，代表作如周谷城的《中国奴

隶社会论》（《文汇报》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７日）；魏晋封

建说也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主张，陶希圣、尚钺、王

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都主

张此说，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

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２辑）、尚钺主

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和《关

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３

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１９７９

年第１期）、唐长孺晚年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

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中也主张“魏晋封

建说”；梁作干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

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

第２期）中主张东晋封建说；当然还有侯外庐所主

张的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封建社会逐步确立说。这

些主张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一，有的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依据的，也有很多学者并未依据马克思主义理

论，而是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即使在马克思主义

内部也有很多分歧，如对马克思原著的理解不同所

造成的，也有对列宁的理论和托派理论的不同借用

所引起的，更有对文献资料的不同解读所引起的分

歧，总之，关于封建社会的开端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讨

论热烈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侯外庐的观点作为

这些主张中的一种，是依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并结合中国历史资料，发挥学者的创造性，所得

出的结论。他关于社会性质逐步确立的观点、关于

用法典作为社会性质最终确立的标准都是有深厚理

论根据和立足点的，比起单纯以某一个历史事件割

裂历史联系显然更具有合理性，是经得起推敲的，至

今也是站得住脚的学术观点。

其次是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侯外庐关

于土地国有制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如北

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于１９６０年

４月在长春专门举行了集体讨论会，中国史教师普

遍坚持土地私有制观点，世界史教师也认为中国的

土地所有制为私有制，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

制”完全不同。会后由柳春藩、赵国斌执笔，题名

《评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土地所有制的观点———对

侯外庐“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

一文的意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６０年

第４期），点名批评侯外庐的土地国有制观点。单

从题目上看，题为“意见”，政治批判意味就比较明

显；从这篇文章的内容看，意识形态色彩就更加浓

厚，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引用政治人物的观点做论证

的立足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一文中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

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

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

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

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

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这是毛泽东同志依据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所指出的

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它告诉我

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存在着地主阶级的土地私

有制的，地主阶级凭借其拥有的土地剥削农民，农民

因为没有土地才受地主残酷剥削。这个诊断的正

确，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完全证实。但是侯外

庐先生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

理》一文中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

制”。在没有仔细分析侯外庐的具体主张前，先用

政治人物的观点作为基调，显然是不合适的，并没有

尊重侯外庐的学术创见。其实，侯外庐关于封建社

会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以及封建土

地国有制的本质和经营形式的变化的论断，还是有

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史实基础的，不失为一种有价

值的学术观点，虽然侯外庐在论证中有许多矛盾和

未有讲清楚的地方，如一面肯定商鞅变法破坏了奴

隶社会的土地国有，产生了“不合法的私有”，“令黔

首自实田”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一面又认为

从法律上看封建土地是无一例外的“国有”，衔接和

转换没有讲清楚。明朝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土地

制度的变化究竞产生了多大影响？为什么清朝实行

“更名田”以后封建土地国有制一下子就变成了地

主土地私有制呢？对这些问题的论证还缺乏细密之

处，但是侯外庐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至今仍

有学术价值。

最后是关于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侯

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这

一学术观点也为诸如萧?父、许苏民等学者继承和

发扬。但也有许多学者从多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值得肯定的就是侯外庐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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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有理论依据，也有材料上的依据，可以代表学术

的一家之言。

六、结　语

　　近年来，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热

点，如刘志琴指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是改革开

放以来史学理论中最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自改革

开放以来，对此类问题的既定结论就不断引起反

思。”并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反思的主要论题，如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唯一动

力的结论已有松动；８０年代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

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有新的思考；１９８６

年《读书》杂志第１１期发表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

的重新认识》一文直接讨论“封建”基本概念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李慎之等学者再次提出用欧洲中世

纪的封建经济制度套用于中国古代，并不合乎中国

历史上“封建”的本义。在评价冯天瑜２００６年出版

的《“封建”考论》一书时，刘志琴指出：“封建社会理

论问题的重新讨论，其影响力甚于各路金花，必将推

动金花的灿烂开放。”［１０］显然，对于封建社会理论的

研究并没有随着２０世纪的逝去而结束，相反，随着

学术环境的日益改善，中西交流的日益深入，学术积

累的日益深厚，学者自觉意识的逐步提高，必将对封

建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符合历史实际。而对

以上反思的主要论题，侯外庐基本都曾经研究和论

述过，提出过代表性的观点，是我们当前从事封建社

会研究不可绕过的成果，需要认真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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